城市规划：新加坡的经验与启发
鞠  靖
    我并不是一位城市规划的专家，我只是一名记者。

    记者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一名记者可能并不是某个特殊领域的专家，但他可以到处提问、请教。此外，他可以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为那些决策者提供可靠的参考。
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文化破坏和私有产权受损也同样十分严重。究竟是要发展，还是要平衡，或者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兼顾的策略，这是几百年来关心人类发展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Rapid Urbanization and Rising Demand for Shelter & Services: World, 2003 - 2030

1、2 billion new urban residents 

2、Annual urban population increase of 70 million people (equivalent to 7 new megacities) 

3、Equivalent of a new city the size of Hanoi, Madrid or Porto Alegré created every month

877.4 million new households 

4、Annual increment of 35.1 million households

5、Daily increment of 96,150 households

6、Hourly increment of 4,000 households

（Source: UN-HABITAT, Financing Urban Shelter: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2005, pp.4-5.）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飞速发展的大国，这样的问题尤其严重而迫切。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把锁都有打开它的钥匙，我们只是在不停地寻找那把钥匙。有很多办法可以加速我们找到钥匙的进程，比如先找到和自己相同类型的锁。

    感谢NTU和TEMASEK，参加Asia Journalism Fellowship使我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接触新加坡。新加坡恰恰是那把和中国比较接近的锁——他们有近似的文化价值、有相似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口膨胀速度，也有相同的迅速发展的迫切心态。

西方规划师带来的困惑

在来新加坡之前，我曾经参加过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在中国举行的年会，并且与ISOCARP的主席Pierre Laconte博士有过交谈。

比利时人Pierre Laconte有经济、法律双料博士学位，曾主持了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小城Louvain-la-Neuve的规划，并因此获得国际建筑师协会奖，他还两次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先任国际公共运输联盟（UITP）主席，后任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主席。他到过中国超过30次，对中国的情况十分了解。

    在谈到城市规划的问题是，Pierre Laconte的观点是，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在规划中，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进去，北京是比较好的例子，一些胡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上海的里弄得以保存的很少，而且里面没有人居住，显得缺少生气和活力。

    但是，人口急剧增长和那些老建筑所需要低密度、低容积率显然是个巨大的矛盾。为了改善人民居住条件和城市改造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居民被迫迁出里弄和胡同，以便建造新的住宅和大楼，但是实际上里面的人并不愿意搬出来，政府也不愿意给很高的补偿，由此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Pierre Laconte很难对这个矛盾给出解决之道。以他的经验，在欧洲，政府是不会要这些原住民搬出来的，而是由政府出钱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人们应该更喜欢住在里弄或者胡同里，而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面，必须尊重人们的权利，让他们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

    循着他的思路，他的结论也是顺理成章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个规划的问题，而是法律和制度的问题，首要的法律和制度不是关于城市规划的，而应当是有关于保护个人权利的，当居住权受到侵害的时候，要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和观点。

    Pierre Laconte的观点曾让我十分困惑。按照这样的药方，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迅速膨胀、住房供需矛盾日益紧张的地方，似乎是找不到出路的。

新加坡的经验

但是观察我们的近邻新加坡，却可以看到一个在相似的困境下取得成功的典范。
在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将城市规划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成立专门的市区重建局（URA），在有限的国土上大刀阔斧地绘制远景蓝图。仲盛联行2004年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里，新加坡和巴塞罗那、迪拜一起，被认为是世界上城市营造最成功的三个城市，而新加坡正是迪拜的“老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一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城市，离不开一个合理的规划和规划背后的支持系统。
在新加坡期间，我就新加坡的城市规划问题访问了1979－1989年担任建屋局（HDB）局长、1989－1992年担任市区重建局(URA)的局长与总规划师的刘太格先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极有启发的经验。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不得不做长远的规划，充分使用每一块土地，不能有丝毫的浪费。新加坡的规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长期、最高层次的 “X年”的概念性规划，二是总体规划，三是动态规划，每十年做一次调整，预留出与十年后的发展相匹配的空间。规划总走在建设前面，每一块地都事先规定了用途，规划部门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具有非常大的权限。所有的开发商都必须先向规划部门咨询，再做投资。（《21世纪商业评论》,2005年3月 作者：孙海燕 李攀）
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的规划上承担了主导作用，政府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做了详细规定。

新加坡早期是英国殖民地，李光耀等领导人也是从英国留学归来。如果用西方价值观来衡量，新加坡政府的做法似乎是不民主的表现。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根本不认为有总体规划的必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一上任就取消了所有的总体规划。不过之后他们又恢复总体规划，因为他们发现没有总体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无法保持城市的协调和高效率发展。
但一个问题当时却是显然存在的：一方面是巨大的城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对利益的追求，如何找到这种平衡？
新加坡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规划很细，没有争议的余地，这一点与李光耀以及PAP长期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新加坡人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体制：过自己的生活，把大事交给PAP。
    当然，从理论上说，这种政府独断的做法是有弊病的，因为一个规划局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很细？

    在这方面，从刘太格先生总结来看，我认为有三点很重要：

    一是一个清廉的政府，这个是从李光耀开始新加坡政府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二是尊重专业技术人士。规划有法定地位，任何人不能随便更改，要改必须要通过专家组、政治领导认可，公布修改。
三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每五年对规划做一次小改动，十年一大改，跟着时代走。同时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决定，所以调整的机会是制造出来了，而且这个调整不是为这一个项目一个方案而调整，而是为今后同样情况下都有调整的可能性。

最近的关于类似调整的例子是，由于发现医院规划的床位不够多，要增多床位，就要把最新的资料综合起来，对规划进行调整。最近的另一个重大调整是，1991年制订总体规划时，人口是260万，当时规划的X年（即100年）之后的人口是550万，但仅仅18年，人口已经超速增长到480多万了，新加坡的远期人口目标已经提升到600万，所以人口密度必须要进行调整。

刘太格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那就是所有的方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完全可以在所有不完善的方案中，寻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制度。

健康与美观
以我在新加坡的观感，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新加坡各个居民区的结构和建筑大体差不多，千篇一律，缺少差异化和多样性。
事实上，之前也有人批评新加坡城市规划中缺少地标性的震撼建筑。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就更突出一些。

    但是刘太格先生的解释让我很有启发。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要求，究竟是震撼性形象、功能运用还是方便舒适？刘太格先生的观点是，震撼性的建筑如果是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按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不能为了震撼而震撼，最终牺牲城市的基本规划条件。

    关于这一点，刘太格先生有很形象的比喻：
    健康美丽的城市就像一个人体。城市的定位相当于这个人的性别，城市规模相当于人的身高和体重，城市的机理相当于人的骨骼和神经，城市的组成部分相当于人体的器官，土地利用相当于人的肌肉，土地上的建筑相当于人体的衣服，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则相当于衣服上的勋章。

    规划是研究如何培养健康的人体，建筑设计是人体的衣服，震撼性的设计则是衣服上的勋章。如果偏重震撼性的建筑，那实际上是立刻直接做勋章，而不管衣服是否得体，身体是否健康，最终的结果当然可以相见。
    一座城市要健康，首先骨架功能机理要做好，繁华会自动产生。回顾历史，伦敦和巴黎能有今天的活泼感，并不是几十年形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沉淀。如果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一步就跳跃到那样的程度，最后做出来的不是一个城市，只能是一个主题公园。

东西方的差别
新加坡之行给我一个很大启发是，必须客观地认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别，才可以寻找到适合各自的发展的道路。

这个结论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城市规划领域，更适用于包括政治在内其他广泛领域。

但是这个问题显然被很多人忽视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留学西方，深受西方的影响，而他们又往往会进入中国的主流语境，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和道路选择的困扰。

在新加坡研究有关城市规划的各种资料，我注意到两个案例。

第一个发生在Central Area重建开始阶段，需要对原来居住在此的人们重新安置，无疑人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居住在中心地区，并且要按照之前不同民族、方言、祖籍而分别居住，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来说，这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政府决定，在重新安置的过程中，必须打破这种传统的分界，让他们融合起来。这后来变成新加坡重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如今，新加坡的种族和宗教融合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政府在城市重建时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Source: The Impact of the Urban Renewal Programme, Urban Planning In Singapore –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ity, Ole Johan Dale, p.2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二个案例则来自于刘太格先生的自述。在担任HDB局长时，他经常收到内容类似的信，大意是“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公共交通车站，请你设立一个，不过千万不要放在我的门口。”

这两个案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究竟如何认识民意？

刘太格当年的经验是，民意有两种，一是理解当前人民、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在民意会议上听不到，必须要自己去寻找、去理解，而民意会议上谈的大多另外一种利益，那就是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

新加坡也在征求民意，不过并不是一般的民意，而是通过相关社团获得民意，这些社团相对比较理智，注意收集资料和证据，而且有宏观的思路和大局观念，所以与他们沟通十分有价值。除此之外，新加坡也举行方案展览，任何市民可以去看而且可以书面提供意见。经过近四十年的熏陶，新加坡的“规划观念”可谓深入人心。URA向公众开放的规划展览馆里，摆放着反映新加坡中心城区每一幢建筑的大沙盘，每年有6万人次来这里参观。在靠近入口的公告栏上，贴着许多市民的反馈意见。（《21世纪商业评论》,2005年3月 作者：孙海燕 李攀）
上述两个案例，如果简单加以归纳，那就是在政府主导和民意之间，政府无疑是居于压倒地位的。而这恰恰是西方在评价东方国家管制时批评最多的领域。
就城市规划领域而言，在东西方之间存在这样的差别是可以理解的。东方城市发展进度和西方完全不一致。西方城市在十九、二十世纪已经成熟了，许多欧洲城市人口下降而非增长，不需要大幅度的扩张，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优化环境，因为没有速度和密度的压力，他们可以花时间谈民意，所以他们可以强调城市建设必须重历史文化和民权。
刘太格将城市发展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机式的城市，这种城市历史长、开发慢、味道浓、效率低；另外一种是机械式的城市，这些城市历史短、开发快、味道淡、效率高。
所谓的有机式的城市，主要是欧洲式的城市，典型的例子有：海德堡、阿姆斯特丹、伦敦等。这些城市的建筑是经过几个世纪慢慢推敲出来的，就像炖一碗鸡汤。它的特征可以说是味道浓，可是要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有些难度，因为如果要彻底解决的话就很有可能会破坏他们原有的城市的文化遗产。

新加坡现有的城市只有十分之一是原来形成的，在新加坡独立之后，政府为了要解决住宅问题、居住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区重建，这和中国城市发展的情况比较相似。亚洲各国应该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是比较机械式的，是历史短、开发快、味道淡、效率高的城市。（Source: Sharing Experience, Liu Thai Ker，Bukit Timah Dialogue，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NUS，11 February 2009）
在任何一个城市拿出一块地，如果让西方国家的人来看，问他们看到这块地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他们一定是说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大量发展、迅速发展的压力，他们已经有了很优美的生活环境的习惯，所以西方对城市的争议集中在环境方面的争议。

如果同一天同一个地方带亚洲人来看，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利润，而不是环境。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这一点都是相同的。
翻开新加坡的历史，如果当年新加坡也遵循西方的民主路线，新加坡完全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同样借用刘太格的人体模型，西方城市是在设法使瘦子健康地变成胖子，而东方城市则是要完全重造一个新人，这种重造的技术从何而来？这个人的骨架从何而来？血脉又如何放上这个人体？这一切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全新的理念和技术。

中国的现实

    在中国，政府实际同样承担总体规划的责任，但是其效果并不好。

    在这个问题上，Pierre Laconte先生曾经提出过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与刘太格先生大体一致。

    首先，中国城市规划专家的技术能力需要改善；

    其次，行政长官要尊重专家的意见。

    不过这两点似乎都不太容易在短期内做到。刘太格先生以他与中国各方面接触的经验得出结论，长官对专家意见的尊重和专家的技术能力成比例，专家的说服力越高，长官越尊重，如果专家自己的理念都说不清楚，长官对他的信心当然不足，不放心，就要产生参与的欲望。

    如果专家的技术不精，长官又不懂规划，那么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规划的政策和内容太粗糙模糊，有很多漏洞，企业家来开发，看到漏洞，当然就乘机而入，要求有优越的条件，要求提高地块的利润，利润的重要性超过环境。
    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历史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及时地遇到了适当的政府和适当的专家。这就好比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的缔造者们一样，他们闭门造车创造的美国宪法基础，究竟是一种上天的赐予，还是天才的组合？
    今天，新加坡的规划体系是让人羡慕的，规划制订之后，政府就不再干预，业主和建筑师们只要根据规划来做即可，只有极少数——大约20多个地块，因为是景观要点、视线走廊，政府需要干预设计，可也并非由规划师来干预，也不是由政府来干预，而是由当地资深的建筑师组织一个委员会去干预，因为规划师不见得懂建筑设计，政府官员更不懂，所以他们有自知之明，就请当地资深的建筑师和同行来谈，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做法，又干预，又要尊重专家意见，不要政府全包。

学习新加坡的经验显然不能照搬。新加坡在城市方面的法律法规随时可以买到，但是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配套政策却是无法在短期内制订的。在这个问题上，Pierre Laconte博士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中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

第一是专家的技术水平无法在短时期内提高，但这并非重点，因为中国完全可以借助外脑；

第二是城市管理者的长远发展眼光，这也许设计到中国官员的任用体制，由于受到任期太短、急于出政绩、上级考察GDP等因素的刺激，城市管理者总倾向于在任期内拿出一些有震撼力的建筑，而忽视了城市基础的打造；

第三是利益多元化给政府决策带来的压力。事实上，政府本身也成了利益主体之一，尤其是当土地收益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后，政府会更多地屈从于商业利益，而放弃公共利益；

第四是如何收集和看待民意。在中国同样存在民意的多元化，如何辨别真正的民意，同样是摆在中国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问题。由于缺乏类似新加坡这样的有效的民间社团组织、缺少畅通有效的民意收集表达形式，民意正逐渐精英化。
如果考虑到中国规划专家在技术上的落后，以及民意精英化的趋势，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文化和民意取代技术。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民意的精英化似乎也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方向之一。今天的中国，到西方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理念越来越西方化，但究竟哪些适合中国，哪些对中国最重要，哪些可以稍后或者放缓去处理，这显然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就会像要求一个婴儿像成人一样奔跑，不但不可实现，反而会让婴儿早夭。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上，在一个5000年皇权封建统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不足百年的的国家里，民主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实现形式呢？
我在2008年底曾参加在中国举行的Global Planners Congress，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城市规划的问题迫切而又困难。

Challenge for urban plan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to deal with rapid and chaotic urbanization & increasing urban poverty;

How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slums;

How to improve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access to urban services;

How to deal with informality in both work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s;

How to address the phenomenon of chaotic peri-urban areas;

From a process/procedural perspective: how to facilitate delivery of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economic growth & employment,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role of spatial & land-use planning
（Source: The problems of unplanned urban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Global Planners Congress, Plenary 2 – Poverty, Zhenjiang, China, 31 October, 2008）

也许新加坡的经验并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把锁的钥匙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新加坡走过的道路确实给中国很多启发。
